











































　 1．《莎乐美》： 原作英国作家王尔德，1921年发表于杂志《少年中国》第 2卷第 9期
　 2 ．《哈孟雷特》： 原作英国作家莎士比亚，1921年发表于杂志《少年中国》第 2卷第12期（此
时非全译本）
　 3 ．《海之勇者》： 原作日本作家菊池宽，1922年发表于《少年中国》第 3卷第11期
　 4 ．《屋上的狂人》： 原作日本作家菊池宽，1922年发表于《少年中国》第 3卷第12期
　 5 ．《罗蜜欧与朱丽叶》： 原作英国作家莎士比亚，1923年发表于杂志《少年中国》第 4卷第
1 - 5 期
　 6 ．《桃花源》： 原作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924年发表于《醒狮周报》 5 - 7 号
　 7 ．《父归》： 原作日本作家菊池宽，收于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的《日本现代剧选・菊池宽剧选》
　 8 ．《温泉场小景》： 同 7








































































































































































































































































































































































20　 《检讨上海非职业剧人的联合公演》，《矛盾月刊》 1卷 5、 6期合刊号 ，1933年 2 月。
21　 袁牧之：《演剧漫谈・关于父归的长子》，现代书局，1933年11月。
22　  梁实秋看过南国社第二次公演后，发表评论文章说：（莎乐美）“唯美派的肉欲主义的戏，我希望他们不要演了吧”。田
汉即发《第一次接触“批评家”的梁实秋先生》一文反驳。详见《田汉全集第15卷》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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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的方法容易失原剧的神味，还是以保持它的原型为好。”23例如他们的主打戏《未完成之杰作》
一开始就是采取原型上演的。南国社第一次公演本来预告演出《骑马下海的人》，但因为服装不
符要求，田汉认为不能表现出Irish mood，所以临到上演又取消了。而《父归》的首次上演导演
是朱穰丞而非田汉，又苦于一时无从备办日本的衣裳，背景，所以才用了“改作”形式。这种尽
可能坚持原作形式演出的做法，在当时颇为少见。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当时把外国剧改编成
中国故事上演毋宁是一种主流倾向并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田汉所率的南国社，
对翻译剧的态度是比同时代人先进的。
　　再回到田汉的翻译上来。既然翻译剧如此派用场，田汉又有相当数量的剧作已经于案头完成
翻译了，何不轻松拿来就用？为何真正搬上舞台的，比例几乎只是十里挑一呢？我们注意到，其
实这一现象不只存在于南国，也不只存在于田汉译作，毋宁是二十年代直至三十年代中期一直存
在于剧坛的：案头的翻译和舞台的上演各行其道，两条线基本没有交汇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外国戏剧的翻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的高潮。许多精通或初通外语的人
都参与戏剧翻译的工作，短短数年里，翻译剧的数量大大增加，不仅报刊杂志多有翻译剧发表，
翻译剧的单行本也日渐增多。但在许多翻译者看来，戏剧是一种文学式样而非包括上演在内的综
合艺术，他们把剧本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周作人他们一样。他们中的很多
人，要么对翻译出来的作品是否适合上演、上演的话怎么个上演法等问题毫不关心；要么是明确
持有某种主义某种主张的。这样的态度下，所选择翻译的剧本往往不一定适于上演。这种不适于
上演，既包括内容上的，也包括篇幅和形式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尤其集
中于思想内容方面，所以外国剧作中具有先进的、批判性内容的往往颇受青睐，诸如在本国尚被
禁演的萧伯纳的作品、开宗明义宣扬主义的激进的普罗作品等等都被介绍翻译进了中国。与此同
时，欧洲的新兴文学艺术潮流亦是当时人们渴望知晓的内容，所以先锋的、跳跃的、难解的现代
派作品，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也顺理成章地被介绍、翻译过来了。如宋春舫就翻译过表现派剧作，
有的作品全篇短短几个字就结束了。再看田汉翻译梅特林克《檀泰琪儿之死》的初衷。“译《檀
泰琪儿之死》是南国艺术学院开学后第二日，那时我们在学院的楼上以一夜之功建设了一个小剧
场，真是小的很，同时也真是有趣得很，朋友们……都想在这小的园地上栽出一朵大大的花来。”24
所谓要在小的园地上栽出一朵大花来，就是想在南国艺术学院这个象牙塔里实验性地尝试各种戏
剧，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这种理想在举步维艰的现代戏剧建设最初期，没有人认为它是性急的、
超前的，相反被看做是必要的、必须的。（尽管《檀泰琪儿之死》被列入上演剧目，似乎也排练
过一段时间，但未能查到上演记录。）“五四”后的这样的大环境下，急剧增长的翻译剧中存在许
多不适于上演的译作也就很自然了，这其中也包括田汉所选择的作品。
　　来回顾一下田汉立志做一名戏剧家的过程。一开始他对文学艺术抱有广泛的兴趣而不只是对
戏剧的，所写文论多涉及文学思潮、艺术史等。他和那个时代的新文化人一样，以建设中国的新
23　 《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全集第15卷》119页。
24　 同注14,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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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己任。他关注俄罗斯文学思潮，关注诗人与劳动的问题，关注欧洲的新罗曼主义，关注
美国诗人惠特曼等等，强调“我们一定要有这么的了解力和批判眼才能谈新剧，才能谈一切的学
问。”25田汉的着眼点首先是从史的角度寻找时代的、潮流的代表作家。他觉得有必要向中国读者
介绍代表时代、代表文坛的作家，然后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找寻他们的作品。换句话说，他首先注
意的是作家，寻找的是代表他们特色、主张的作品。例如关于上演失败的《华伦夫人的职业》，
田汉日后论道：“《华伦夫人的职业》在萧的剧作中也许不算最好的戏，但它是极能引起我们兴趣
的戏，因它被认为在妇女争取独立生活的意义上对易卜生的《娜拉》提出了进一步的回答，尽管
是不彻底的回答。”26就是说，田汉认同这种强调文本的社会意义的剧本选择法。即使不是最好的
戏，即使上演失败，剧作如果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或社会意义的话，田汉同样是看好的。岂止是认同，
唯其重要，田汉甚至在演出前，特意把剧本的社会意义明确指出来给人看。“王尔德总算是个人
色彩最重的一个作家了。在这个时代来演他的脚本，尤其是演这样艺术味极浓厚的戏----《莎乐
美》，岂不是“反时代”吗？岂不是“不民众”吗？但聪明的民众啊，你们得学着自由自在地采
取你们的养料。《莎乐美》剧中含着于你们多贵重的养料啊！……爱自由平等的民众啊，你们也
学着这种专一的大无畏的精神以追求你们所爱的吧！”27一部作品的意义本来是见仁见智的，由作
者或导演耳提面命地指明给读者或观众就颇有武断之嫌了。重要的是这还有点言不由衷，因为一
年后他又承认说：“演这戏的动机，并不是因为她与我国现实客观的环境有什么必要，而是因为
当时人材所聚恰够演这个戏。”28本来是一个很技术性的原因促成了这出戏的上演（或者有可能就
是因为田汉喜欢这个戏），但这似乎是一个没有分量的理由，所以田汉自觉地、不问自答地要为
它找到能说服别人和自己的合理的“社会意义”。
　　在《＜菊池宽剧选＞序》中他写道：“菊池之代表《新思潮》同人，一如武者小路之代表‘白
桦派’。菊池以理智胜，武者小路以情热胜。”29新潮派和白桦派是日本文坛势力相伯仲的派别，这
样代表日本文坛潮流的作家当然是很有必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田汉承认“我因为爱菊池氏的艺
术中那种明慧的理智，所以介绍他的作品。”他的顺序是这样的：代表流派（新思潮派）--代表
作家（菊池宽）--代表特色（明慧的理智）--具体作品。这样的路径确实很明确、很直接地让读
者了解到国外作家的特色，进而对国外文坛有一个相对整体的了解。但这样选择出来的剧作品显
然有两种可能：适于上演和不适于上演。
　　菊池宽的剧作通常结构巧妙，情节紧凑，气氛渲染充分，且人物性格鲜明。这样的作品上演
起来剧场效果是相当不错因而是适于上演的。 “《父归》与《屋上之狂人》同为菊池宽得意之作，
虽毁誉参半，而引起了日本批评界莫大之波澜。”30虽说是见仁见智，但可知即便高超如菊池宽，
25　 同注 6，139页。
26　 《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田汉全集第14卷》595页。
27　 同注23，175页。
28　 同注23，174页。
29　 《菊池宽剧选・序》，《田汉全集第14卷》376页。
30　 同注29，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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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是所有作品都能达到最佳效果的，也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适合搬演的。深谙大众心理，善于
制造戏剧冲突的菊池宽尚且如此，坚持新的理想主义、以情热见长的武者小路实笃的剧作，如《桃
花源》、如《佛陀与孙悟空》等，不过是取了戏剧的对话形式而已，不得不说是很难获得剧场效果的。
　　但翻译菊池宽是必要的，翻译武者小路实笃也是必要的（这一点，他向周白棣他们说得很清
楚了）。至于翻译秋田雨雀、金子洋文，是被这样解释的：“为要使人对于真正的‘无产文学’，
不要因了中国一般冒牌的东西而发生误会。”31
　　博览群书的田汉很清楚，作品有离舞台远近之分。“试看近代读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
很多，而何以对拜伦、雪莱的戏剧无人过问的呢？这是因为拜伦、雪莱等的虽是戏剧（Closet 
Drama），但那只能读的，或是能唱不能演的缘故。”32所以，尽管他有那么多心仪的剧作家，但他
是有区别的，作品是分门别类的，他会根据不同的需要作出不同的选择。“潇湘剧社演习，征脚
本于汉，汉即拟推荐这个脚本。”33这个脚本就是《父归》。这里需要的是上演的本子，所以田汉的
选择标准也明确无疑：为上演用。此时田汉切换了选择标准，可演性如何是最先考量的。到底是
田汉，眼光精准，为上演选出的《父归》果然舞台效果极佳，潇湘剧社上演之事虽然不了了之，
但这个剧本之后不仅田汉自己搬演，还广范围地被别人、别的剧团搬演，经演不衰，堪称翻译剧
舞台上的常青树。
　　至此我们可以说，田汉之选择外国剧作翻译，标准有两个：为阅读的和为舞台的。前者，是
和那个时代许多译者共通的标准，侧重所选作品的“意义”；后者，是他作为戏剧人独到的标准，
侧重所选作品的“舞台性”。由这两个标准出发而选择作品，让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一方面，
有大量的翻译剧库存未被上演；另一方面，少数的个别的翻译剧却反复被搬演。
　　同时代的许多译者把翻译剧送到案头就止步了，因为他们把剧本仅仅当做文学作品来读、来
翻，因为他们对舞台并不关心。但田汉不，作为一个戏剧人，他面对的现实无法回避：创作剧尚
未成熟，亟待建设的现代戏剧舞台缺乏实践的材料。于是他进而往前走：为舞台翻译。他的目
的不在刊载发表而是为舞台提供能够上演的本子。由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六幕剧本
《卡门》就是这样的例子。
　　1930年3月“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成立之际，联合会决定在六月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公演，
包括南国社在内的各剧团都须上演一部戏。田汉为南国社拟定的剧目是《卡门》，而《卡门》当
时没有现存的译本，田汉即着手此剧的翻译（改编）。而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除了对作品的诸
多考量之外，还有一个非立身舞台的人不能虑及的原因，那就是田汉找到了能够胜任女主角卡门
的演员俞珊。他说：“《卡门》这剧本是写一个很强烈的个性的，一个反抗的吉普赛女子。因此我
们用得着有强烈的个性的女性来扮演她。……实则《卡门》一剧之写成，……是在中国建设协会
开文艺漫谈会时，因与俞女士之谈话而想起的。我当时曾说：‘你与其演莎乐美，不如演卡门更
31　 金屋编辑部：《围着棺的人们・关于本书稿件的几句话》，金屋书局，1929年。
32　 《近代戏剧文学及其社会背景》，《田汉全集第14卷》244页。
33　 田汉：方光焘译《父之回家》之后附言，《少年中国》3卷3期，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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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些。’……我们那时的理想却达到实现的机运了。”34这里传达出来的信息非常重要：首先，
剧本是为舞台所需；其次，演出是具有可行性的演出。因了这两点，田汉才提笔译剧的。细考第
二点，很明显，不具体从事舞台实际工作的人，是很难考虑到如此技术性细节的，换句话说，田
汉之为舞台着想，已经深入到相当全面、细致的地步了。
　　事实上要到三十年代中期，“为上演而翻译”才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舞
台的逐步成熟以及话剧职业化的逐步展开，舞台对创作剧、翻译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种只重
主义、主张的作品难以吸引广泛的观众，而缺乏戏剧性的、太难解或文学性太强的剧作也一样不
受欢迎。以洪深、陈绵等为代表的深谙戏剧艺术特性的一批戏剧人，即抛开既有的库存的译本，
开始专为上演而翻译或再译，以使演出吸引观众。先驱如洪深，早在二十年代就为戏剧协社改编
了《少奶奶的扇子》，之后陈绵专为“中国旅行剧团”翻译、改编的《茶花女》、《情书》、《干吗》、《牛
大王》、《祖国》等，夏衍改编小说《复活》也是既有本子不适合上演等等。到了三十年代，不少
外国剧作都是先上演后发表（出版）的，舞台上演成为翻译的首要原因。这样做，当然需要相当
的条件：翻译者须懂外语、须懂戏剧。而这些条件田汉都具备，所以这个潮流，田汉走在了前头。
　　至此，我们以田汉的日译剧作为主线索，详细考察了他的戏剧翻译的理念和具体方法。一方
面，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翻译者一样，肩负使命，以推动建设新文化艺术为己任，为此选择有文
学性的或有积极社会意义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他又有作为戏剧人的清醒意识，不仅落笔翻译
处每为上演着想，进而还专为上演而翻译，诠释了一个戏剧家对戏剧的认知：戏剧是立体的不是
纸面上的，戏剧是属于舞台而不只属于案头的。因为他确信：“有文学性而无舞台性，或有舞台
性而无文学性，同样地不是稳固的、有含蓄的戏剧。”35
　　田汉为我们留下了不同类型的翻译剧，这些译作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很明显不能完美
地兼具他所主张的文学性和舞台性（这也与原作本身的特点有关），但仍是距离舞台最近的有“意
义”的作品。这不是妙手偶得的结果，而是一个戏剧家清醒意识所致，是田汉戏剧翻译的不同凡
响之处。
34　 《临着南国第三期第一次公演》，《田汉全集第15卷》192页。
35　 同注32。
